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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病”之下坦桑尼亚公共卫生体系的可能 

高良敏 

一、“共病”引发的思考 

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已两年多，同时人类还受到诸多传染病、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简称慢性病）等威胁，而且两种或多种疾病

会相互作用、相互促进，加上社会文化等维度的反应，可能会加大健康威胁，带来更大的健康灾难。也就是社会流行病学意义上的

“共病” (Syndemics)，1其不仅指同一人或社群可能同时患两个或多个疾病，还指具有多种疾病类型及其在多个维度的生物学和社会

学相通性，呈复杂性特质。不仅关涉生物学同时或共同感染，还涉及诸多疾病和社会的决定因素，及它们相互作用而导致感染几率

增加。2“共病”往往趋向错综复杂的社会因素，使各疾病间的联系及促进疾病发生发展的不良社会环境得以逐步生成，特应嵌入更多

新的、多层次的和多元的策略，如完善公共卫生体系建设。3 

在前期研究中，笔者及课题组曾指出坦桑尼亚等东非地区存在广泛“共病”的社会流行病学事实。4即东非的疾病谱正在发生重

大变迁，其中慢性病崛起并成为当地医疗负担和死亡威胁的重要事实，同时慢性病与艾滋病、传统传染病和新发传染病（也有称“新

型传染病”，Emerging Epidemics）还存在许多共同交织的生物—社会患病风险。这一复杂的健康风险远远超越生物医学上的先后或

独立、共同或交叉、传统传染病与新型传染病的关系特征，呈现生物—社会—文化等多维度的交织。对此，坦桑尼亚当下的医疗卫

生系统有何因应？治理之路将走向何方？ 

然而，无论是坦桑尼亚政府还是民间均未引起重视，其医疗卫生系统也偏向于解决传染病威胁（主要为艾滋病、疟疾、结核病

等）。5比如，自上而下的垂直医疗卫生系统，除了相对完善的临床医疗机构体系外，公共卫生体系则一直依托西方、国际援助的单

病种垂直防治体系，且仅覆盖主要传染病，未顾及慢性病及与其互相作用产生的广泛的共病健康风险。对此，在 2019 年“非洲与

流行病学想象”研讨会指出非洲的“慢性病”是一个复杂的生物和社会文化问题。6就此，有学者提出公共卫生领域可逐步由依托单

病种垂直防治体系向针对“传染病、慢性病”为主的水平防治（综合防治）转变。此理念要求不仅要关注治疗、疫苗接种等因素，

更要关注广泛的健康决定因素。7 

那么，坦桑尼亚公共卫生体系为何很难应对广泛而复杂的“共病”健康风险？又该如何实现综合防控？因篇幅有限，本文主要

探讨现行公共卫生体系形成的外部原因及挑战，进而探讨其推动综合防治的可能。 

二、垂直公共卫生体系：一个外部援助选择性的结果 

一个国家现代公共卫生体系的形成往往具有历史、政治、社会及疾病流行阶段和流行特点等原因。非洲长期面临传染性疾病的

威胁，除传统医学应对外，伴随西方殖民主义而来的、以防治热带病为基础的现代医疗卫生体系成为其长期应对重大疾病和公共卫

生问题的主要体系。这一体系的重要特征之一是依赖于西方主导的外部援助。尽管其也伴随非洲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形成公共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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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多元化（政府、私立及宗教等）、以重大传染病防治为主的公共卫生体系，但仍强烈依赖外部援助。 

整体上，当前非洲多国主要实施的是主要传染病为主的单病种垂直公共卫生体系，主要针对艾滋病、疟疾、结核病等。就坦桑

尼亚而言，主要有四类：政府主导的公共卫生体系、以防控某种传染病为主的国际组织和社会组织、以科研为主的研究机构、少量

的私营公共卫生机构和宗教医疗组织 (Faith Based Organisations, FBOs)。8在实际运行中，政府主导并嵌入相应级别临床医疗机构中

的公共卫生体系是应对广泛流行和重大流行疾病的主要机构。从目前应对三种重大传染病的效果来看，都趋向积极态势，与之相对

应的医疗卫生基础设施、人才培养及建设工作都得到广泛夯实。然而，这一体系却是以西方为主的国际援助“选择性”的结果，是一

种空投式的医疗卫生体系。9 

所谓的“选择性”，是因为在全球卫生治理领域，西方国家对非洲人民健康改善的优先考虑，长期以来定位在对常见传染病的防

治，对慢性病的崛起和新型传染病的威胁重视不足。这个问题见于在西方国家为东非提供卫生援助的选择性，具体表现是人力、物

力、财力集中在疟疾、肺结核、艾滋病以及生殖健康领域。其后果之一就是无法及时顾及慢性病崛起的社会事实。作为最大援助国

的美国，自进入千禧年后，其对非洲的援助重心转向医疗卫生领域，但多聚焦在三大传染病及相匹配的健康系统方面，且其最终目

的是通过援助帮助非洲加强其民主建设。2014—2018 年，美国对坦桑尼亚卫生援助资金每年保持在 2—3 亿美元，占其对坦桑尼亚

总援助资金的 65—70%。2003 年实施的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使美国成为最大的艾滋病捐助者（每年约 1.2—1.4 亿美元）。

10此后还实施了总统疟疾倡议、减低贫困和改善儿童的营养状况、全球卫生倡议等项目。而作为第二大援助方的全球基金，其对坦

桑尼亚的援助方向与美国类似。11目前，世界卫生组织涉及支持坦桑尼亚的慢性病防治，但主要侧重于宣传、健康促进、流行监测

及评估其与传染病相关风险趋势。此外，英国等欧洲多国及日本的卫生援助范围较小，以某类项目为主、某领域和某地域为主，未

涉及慢性病领域。12 

显然，这一“选择性”无疑忽视了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社会文化因素的综合性及应对上的系统性，使得当前的防治体系未能有效

顾及更多疾病或潜在疾病。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坦桑尼亚等东非的慢性病悄然崛起；同时，因私有化催生了医疗卫生领域过度商

品化的问题，更加剧了慢性病防治难度。尽管普遍使用的传统医药在日常病患实践中仍扮演重要角色，但被现代医学主导的健康系

统排挤，长期被边缘化。13而因极大依赖国际援助的单病种垂直传染病防治体系，使得东非的国家、政府和人民继续承受“选择性”

的种种后果。 

而对此，坦桑尼亚政府早就认识到“对外部援助的依赖”是制约其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自 1995 年以来，政府确定了社会发展

的四个主要制约因素：治理失败、捐助者依赖性、经济管理能力薄弱、实施效果不佳。其一直希望或要求外部援助与其国家发展策

略、规划保持一致，统一纳入发展预算之中。同时，其与各援助方保持互动，并在制定《坦桑尼亚援助战略》(Tanzanian Assistance 

Strategy, TAS) 的基础上，增强了国家对发展过程的自主权，一切援助服务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发展与改革。这一理念也嵌入《国

家发展计划 2025 发展愿景》中，强调“自力更生、减少对外部援助的依赖”。 

然而，因财政资金的巨大缺口，人力资源、医药卫生资源的不足，使得坦桑尼亚很难短期内摆脱对外部援助的依赖。如，坦桑

尼亚 2015—2020 年医疗卫生发展预算中，2019—2020 年就曾缺口高达 7.1 亿美元。14客观来看，当前选择性产生的垂直公共卫生体

系在传染病和广泛妇幼儿童疾病中确实扮演重大角色，取得重大成绩，仍是坦桑尼亚今后长期依赖的公共卫生体系。而从批判视角

或完善的维度来看，当下的公共卫生体系未能顾及慢性病流行已然成为重大健康威胁的事实，使临床医学主导下的卫生系统本身已

变成健康的主要威胁之一，很难应对广泛和长期的公共卫生问题，亟待完善。 

三、综合防控：“共病”带来的可能 

面对当前公共卫生体系的弊病和慢性病崛起的社会事实，世界卫生组织曾指出，如果非洲不采取一种渐进方法来为慢性病人提

供医疗护理，慢性病有可能破坏长期运行的垂直卫生系统，如造成管理分散，资源利用效率低下。15特此，其提出利用艾滋病系统

的现有优势进行慢性病护理可以最低的成本提高护理的质量和效率。然而，对于两种不同病种护理，应在什么层面上进行有效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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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有研究认为慢性病护理应与艾滋病诊疗中心的初级护理相结合。16而世界卫生组织则提出“以人为本和综合卫生服务的全球战

略”，要求从纵向卫生系统向综合健康服务进行根本转变，以满足应对包括艾滋病和慢性病在内的长期疾病负担。17 

在坦桑尼亚，相关理念也被逐步整合到艾滋病战略计划中，优先实施慢性病与艾滋病共病的一系列合作活动，以减少包括癌症、

高血压、糖尿病和冠心病在内的“共病”。18尽管长期停留在纸上，但这一理念的嵌入却使综合防治得以开展，使得以单病种为主的

垂直防治卫生系统有着走向综合防治的可能，有着全面改变其卫生体系格局的可能。通过笔者调研发现，坦桑尼亚、肯尼亚等现代

医疗卫生体系应对慢性病的方式主要有如下三种：19一是在地区转诊或省级及以上级别的公立医院设立慢性病门诊。二是在大城市

的部分私立医院也零星出现慢性病门诊。第一、二种主要形式表现为在相关级别的医疗机构中设立慢性病门诊；坦桑尼亚在省级及

以上机构设立了一站式的慢性病门诊。此两种为临床医疗模式，其目的为慢性病患者提供咨询和药物服务，然而，无法解决慢性病

的系统性和长期性挑战。三是将慢性病防治工作整合到艾滋病防治体系中。如两国都在努力尝试将艾滋病患者中的慢性病患者纳入

既有的艾滋病防治网络体系中。此方式是公共卫生模式，有着切实关注慢性病健康问题长期性的可能。 

在这一具有建设性的实践行动之前，就有当地公共卫生专家指出当前的垂直卫生系统应该顾及更多的公共卫生问题，特别是初

级卫生保健领域，应注重对人力资源、经济支持和政策支持的倾向。20而这一建设性的实践行动其支持将慢性病防治工作与艾滋病

防治体系整合起来，有望形成更加综合的健康防治体系。原因在一其实践行动的生物医学基础指向“共病”本身，即因为艾滋病是一

种传染病，也是在药物治疗作用下的一种慢性疾病，或因药物副作用本身导致的慢性病。而因针对艾滋病防治的组织机构在东非各

国卫生制度中都是最有影响力的部门，是一种有足够条件在卫生制度建设层面成为减低“共病”负担和减缓威胁的参照模式。 

尽管这一将生物医学与防治系统有效结合的行动正在走向综合防控之路，但仍有诸多挑战。可喜的是，在 2014 年西非埃博拉

流行后，非盟疾病预防控制中心、5 个非洲区域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国际上推进的综合防治策略及“健康一体化” (One health) 理

念及对新冠肺炎流行影响的反思，必然推进东非健康治理走向更为综合的防控之路。 

结语 

通过坦桑尼亚案例，不仅看到“共病”超越了单纯流行病学转型思维范式，其错综复杂的交互和互嵌疾病流行图景使我们看到东

非疾病流行背后复杂的生物医学特征和社会文化属性，还丰富和延展了既有的“共病”解释框架，将“共”的复杂面向及其关联逐一呈

现。最后，坦桑尼亚将慢性病与艾滋病整合的防治思路，使得外部因素“选择性”形成的长期应对单病种垂直防治的公共卫生体系有

着走向水平、综合防治的可能。这一尝试也让我们看到非洲主体崛起而开启更为具有建设性的综合防控之意义与必要，甚至有着改

变非洲公共卫生格局的可能，也为完善当下的全球卫生治理提供了更多思考。 

 

高良敏，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研究国家和区域为坦桑尼亚及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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